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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 会 意 识 初 论

郭 莹

本文运 用文化学一社会学理论
,

对帮会的 生 成及其意 识系统加以深 入 剖析
。

文查认为
,

帮会意识包括三方面
,

即
: “ 结义树党

” 的结盟意识 ; 以 “ 义 ” 为核心

的帮派伦理
;
与社会抗衡的非制度性心理

。

而如上三方面又 以帮会的生成机制为逻

辑起 点 , 次第蔑开
。 一

在当代社会生话中二只有先斯消泯 韦l会孕育滋生的社会依据 i

才能真正 行之有效地杜绝帮会意识 的扩展与蔓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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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会现象在今 日中国的沉渣浮起
, ① 日益引起政府

、

民众以及舆论界的严重关注
。

对中

国近现代帮会间题进行深入剖视因而成为社会史研究领域中具有鲜明现实意义的重大课题
。

所谓帮会意识 即帮会成员一定的或夫体一致的意识倾向
,

这种意识 趋向以帮会钓生存机
- -

一一
制为根墓

,

受制约于帮会成员在文化传承过程中形成的心理素质和人格特点
,

并深入支配帮

会成员的思考方式和行为准则
,

从而建构起独特的帮会文化体系
。

一
、

帮会意识的逻辑起点— 帮会生成机制

帮会意识是一个复杂的心理系统
。

然而
,

就其主要性格而言
,

大致表现为三方面
:

即
“

结

义树党
” 的结盟意识 ; 以 “ 义 ” 为核心的帮派伦理 ; 与社会抗衡的非制度性心理

。

而如上三

方面又是以帮会的生成机制为逻辑起点
,

次第展开
。

帮会的生成是一个与近代社会结构大变动密切相关的大问题
。

由于学者们对
“
帮会

”
的

定义有不同见解
,

关于帮会的发生也就歧见纷纭
。

笔者认为
,

帮会虽与秘密会社有着密切联

系
,

但却非等量齐观的概念
。

帮会的特定涵意在子它是一种具有咨华拿冬的集结
、

组织方式
·

近代都市化运动与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便是它生长的起点
。

论者在谈到帮会发生时
,

往往以土地兼并剧烈
、

人口恶性膨胀而造成大批游民为根本原

因
。

然而
,

在中国历史上
,

土地兼并剧烈
、

游民问题严重并非清乾隆时期方有的社会现象
,

西晋游民大起义
、

明代中期的流民运动皆为生动昭著的历史故实
。

由此可见
,

土地兼并
、

人

口膨胀
、

游民大量涌现并非帮会产生的决定性因素
,

只有当这些因素不是单独出现
,

而是与

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相联系时
,

帮会的集结方式才会呈现
。

游民是中国历代政府所面临的老问题
,

处置方法无非是招民垦荒
, “

稗之安居乐业
” 。

正是这一政策
,

使来势汹汹者如西晋流民问题
、

明代中期流民间题最后得以化解
,

流离失所

① 参见刘德亮
: 《现代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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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流民终重新固着于土地上
。

这样一种结局
,

恰恰有力地证明了传统社会结构内部尚存在着

强大的吸纳力与消化力
。

清中期的人口和土地情势虽与西晋和明中相似
,

但其特异之处则在于传统的社会结构此

时已呈现出解体的趋势
。

首先
,

由于人口充斥
,

而易垦荒地又垦植殆尽
,

流民已失去了度荒流徙

的回旋余地
,

其次
,

由于国家赋税收入从人丁转入地亩
,

政府对于把农民控制于土地之上不

再有昔日王朝那样的热忱
。

乾隆初期编审制度的废除
,

更为农民离乡他往开放了绿灯
。

最后
,

近代 “
城市化

” 运动在江南地区呈现活跃势头
,

其总趋势是
“
小城市越来越大

,

大城市越来

越多
” 。

以吴江县为例
,

乾隆九年 ( 1 7 4 4年 )
,

市镇户数 占全县户数的 3 5%
,

市镇人 口若 以

每户 5 人计
,

其总数占全县人 口的 、 5 %
。

这正是都市化运动的重要表象
。

江南市镇的发展
,

吸引了大批农村破产者进入城市谋生
,

成为城市中的外来移民
。

对于城市移民来说
,

他们的物质生活是贫乏的
,

那些幸运获得固定或临时工作的农村劳

动者
, “

终日拮据
,

不供 口食
” , “ 一 口所得无几

” 。

那些因城市经济发展的有限性而被排

斥在城市经济系统之外的移民则成为庞大的城市过剩人 口群— 游民阶层
,

他们
“
不仕

、

不

农
、

不贾 ” , “ 衫褥不全 ”
而

“
游食四方

” ,

缺乏基本的生活保障
。

城市中外来移民的精神

世界也是痛苦
、

困惑的
,

因为
,

他们
“
被迫同他们的兄弟姐妹

,

或成年配偶分隔开来
” ,

脱

离了原来所存身的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组织
; “ 然而

,

这些个人又不得不学会生活于新的
、

令人迷惑的世界
。

当他们从农村迁入城市生活时
,

又必须学会新的语言和腔调
” 。

①在新的

文化环境中
,

移民的心态处于游移状态
,

他们不得不压抑与淡化 自己的本体文化意识
,

迫切

要求在相互协作与帮助的基础上进行以次属关系为主要内容的人际交往
,

重建因背井离乡而

被分解的原有社会网络
。

清代一些文献记载当时城市游民
“
随处结党

” ② ,

,’g 巧伙结盟
” ⑧ ,

这正是形形色色帮会风起云涌的态势
。

综上所述
,

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 “

都市化及相伴随的社会剧变
” 是帮会生成的阔大

背景
,

移民谋求生存与发展的渴求是帮会生成的第一推动力
。

美国学者哈维兰说
,

帮会一类

都市
“
共同利益社团

” “
掌握了个人适应新环境和群体生存的关键

” 。

④ 这确是至深至微的分

析
,

而特殊形态的帮会意识便以此为起点展开
。

二
、

帮会意识层析

帮会意识是一种映现帮会成员共同心理意识并直接揭示帮会文化特殊本质的群体意识
。

作为社会 中的一个亚文化群
,

帮会无论在情感上
,

还是在价值观念
、

生活方式乃至行为模式

上
,

都与社会主文 化群大相径庭
,

帮会意识具有 自身的独特性
。

1
. “ 结义树 党” 的帮派意识

咸丰元年
,

一位叫黄兆麟的给事中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谈到江南帮会的活动情况时说
:

“
其平 日之行为

,

则一以水浒一书为宗
,

大略以结义树党为豪杰… … ” ⑤

在这里
,

黄兆麟于不经意中指出了帮会意识的最基础内容
,

这就是
“
结义树党

” 的帮派

〔美〕哈维兰
: 《当代人类学》 (中译木 )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 987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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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或日结盟意识
。

在中国
,

拉帮结派的的帮派意识发源甚早
。

春秋战国时期
,

私人养士成风
,

孟尝
、

平原
、

春申
、

信陵
“ 四公子 ” 网罗鸡鸣狗盗之辈

、

弹食卖浆之流实际上就是拉帮结派
、

建立 自己的

社会势力
。

春秋战国以后
,

此类史事屡见不鲜
。

袁绍
“
折节下士

” ,

刘备
“
好结交豪侠少年

” ,

《水浒传》 中的晃盖
“
专爱结认天下好汉

” ,

其实质也都是结集私人势力
,

造成一个具有共

同利益的 “
帮

” 或 “
派

” ,

其政治野心无可讳言
。

普通老百姓对拉帮结派也绝不生疏
。 “

在家靠父母
,

出门靠朋友 ” 的说法直接暗示了在

外孤身一人依托朋友
、

结成群体的必要性
,

结拜兄弟
、

拉帮结派因而在社会上流行不衰
。

当

然
,

下等民众间的拉帮结派往往包容着互助的意蕴
,

对此须加细心辨析
。

传统帮派意识的产生是由于社会缺少公正
、

竞争的机制
,

而传统中国社会向不具备此种

成熟的机制
。

因而
,

当进入者{沛的移民在精神与物质上陷入困境时
,

自然而然会结成讲五湖四

海
、

尚江湖义气的帮派以谋求生存与发展
。

如嘉庆三年
,

龙岩人张管来在福建建阳县因
“
贫

苦难度
,

纠人入会
” ,

声言结拜之后
,

可以 “
免人欺侮

” 。

① 嘉庆七年福建永定县张配昌等

人商议结拜和义会
,

声称相互结帮
“ 可 以彼此帮助

,

免受人欺
” 。

② 道光十三年
,

李江泅等

人在福建邵武县首倡保家会
,

其动机在于
“ 今寄居异地

,

打算纠人结会
,

以免被人欺凌
” 。

⑧

由此可见帮派生长的最基本动因
。

而在实际运作中
,

这种结帮活动确乎有效地为
“
无士地

,

无妻子
” 的移民们提供了一种仿家族型的感情依托

,

如洪门与清帮都有所谓
“
自己人

” 、 “

家

里人
” 的说法

,

一旦移民迸入了 “
自己人

”
或

“
家里人

” 的圈子
,

精神与物质便有了归宿
。

清帮 口号是
: “
有饭大家吃

,

有衣大家穿
,

有福同享
,

有难同当
。 ”

洪门的口 号是
: “
自入洪

门之后
,

手足相顾
,

患难相扶
。 ”

崔锡麟 《我所知道的清洪帮》 一文说
: “

清帮最主要的秘

密是
`

三帮九代
夕 ,

这是绝密的暗号… … 你如答得对上号
,

码头大哥便知道你是自己人
,

立

刻会以礼相待
,

招待你食宿三天
,

临行还会送你路费到下一码头
。

这是在帮兄弟困难时跑码

头棍饭吃的重要法宝
,

所 以在上大香堂时
:

师父发给
`

三帮九代
’
时会对徒弟们说

,

这是
`

终

身饭碗
夕 。 ” ④洪门也有

“ 今朝吃了洪家饭
,

走尽天下无忧愁 ” ⑤ 的说法
。

如上记录生动表

明
,

帮会对于每一位成员来说是维持 自己
“ 经济生存

” 的 “
共同利益

” 组织
,

团体的发展与

壮大与 自身命运密切相关
,

因而
,

每个成员都把个人利益与帮会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

帮

派意识更为自觉
。

由于帮会是一种非制度性文化组织
,

其生存与发展受到外部社会的巨大压

力
,

这种压力更促进帮会内部的凝聚力
,

造成帮会成员特殊的心理契约
。

以 “ 义 ” 为核心的

帮派伦理便在此基础上产生
。

2
.

以 “ 义 ” 为核心 的帮派伦理

假如说
,

中国传统宗法制的伦理核心是
“
孝

” ,

国家君臣关系的伦理核心是
“ 忠 ” ,

那

么
,

帮会文化的伦理核心便是
“ 义 ” 。

自帮会的早期形态—
天地会发端

, “
义

”
便在形形色色的帮会组织宣言和纲领中占有

十分显著的地位
。

乾隆末年的一份天地会盟书誓辞中说
: “

本源异姓
,

缔结同洪
,

生不共父
,

义胜同胞共

① 《军录》 福建巡抚汪志伊折
,

嘉庆三年十一月十四 日
。

②⑧ 《 朱折》 闽浙总督程祖洛折
,

道光十五年十一月十七 日
。

④ 《帮会奇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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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朱折》 贵州巡抚裕泰折
,

道光十六年正月二十四 日
。



乳
。 ” ①

嘉道年间各地天地会在结拜时 以义气相约
,

如
:

“
有忠有义桥下过

,

无忠无义剑下亡
”

(福建 ) ;

“ 忠心义气剑前过
,

不忠不义刀下亡
”

(广东 )
;

“
有忠有义桌下过

,

不忠不义刀下亡
”

(广西 ) ;

“
有忠有义刀下过

,

无忠无义刀下亡
”

(湖南 )
。

入帮成员从
“
桥

”
(用布搭成— 作者注 ) 下

、

剑下
、

桌下
、

刀下钻过
,

不仅表明自己

是一条忠义汉子
,

而且表示今后立意以忠义为宗 旨
。

洪门
“
专崇义气

” ,

结义时效法古人烧三把半香
: “ 头把香

,

效法羊角哀
、

左伯桃结成

生死知交 ; 二把香
,

效法桃园三结义
,

不愿同年同月同 日生
,

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 三把香

,

效法梁山一百零八将
,
半把香

,

单雄信不投唐
,

秦琼泣血哭留半把香
。 ” ②

清帮口号为
: “ 义气团结

,

互帮互助
。 ”

总之
,

无论何种帮会
,

献血为盟
、

换帖结拜
,

无不讲一个
“ 义 ” 字

。

《三国演义》 虚构出

来的
“
桃园三结义

”
成为帮会结拜仪式的楷模

,

拜关羽
、

拜关帝庙更是帮会文化中的重要活

动
。

如嘉庆年间天地会花帖称
: “

自古称忠义兼全
,

未有过于关圣帝君者也
。

溯其桃园结义

以来
,

兄弟不营同胞
,

患难相顾
,

疾病相扶
,

芳名耿耿
,

至今不弃
,

似等仰尊帝忠义
,

窃劳

名聚会
。 ” 四川袍哥

“ 义效桃园
” ,

每年阴历五月十三 日即关圣帝君生 日必在关帝庙集会
,

称为
“
单刀会

” 。

上海黑社会的领袖人物黄金荣亦是在关帝庙前焚香鸣炮
,

与丁顺华
、

程子

卿义结金兰
,
日祸福与共

,

生死 同心
。

作为帮会伦理的
“ 义 ” ,

其意蕴是多层面的
。

它的最高层次可以解释为天理正义
,

所谓

“
替天行道

” 、 “
仗义疏财

” 、 “
劫富济贫

” 、 “
除暴安 良

” 以及
“ 路见不平

,

拔刀相助
”

等等
,

都属于这种最高层次的伦理道德
。

天地会反清
,

洪门等会党支持孙中山革命
,

黄金荣

与杜月笙于日本人占领上海期间拒不与日本人合作
,

一个闭门不出
,

一个出走香港
,

其间虽

然不无民族意识 起作用
,

但更深层次的心理机制还在于表现自己的行为合乎天理正义
。

即如

天津的 “ 混混儿
” ,

虽然
“ 平地抠饼

,

白手拿鱼
,

横行不法
” , “

但遇有地方公益
,

有时见

义勇为
,

出人出钱
,

而且抑强扶弱
,

抱打不平
” 。

③ 在近代著名的天津教案交涉中
,

法国与

英
、

美等国联手
,

除要清政府赔偿损失外
,

还逼令中国交出凶手
, “ 否则将使中国沦于与世

界为敌之境地
” 。

④ 在此情况下
,

崔秃子
、

冯瘸子
、

马宏亮等 16 名混混儿
“
情愿舍身纤难

” ,

他们的就义在显露出民族意识的同时也更具凛然的义气本色
。

在帮会内部
, “ 义 ”

还有一个重要功用
,

这就是作为帮会伦理关系的纽带
。

在江湖上混

的人
,

其他伦理道德可 以不讲
,

唯独不能不讲义气
。

帮中成员无论是相互之间生死相托
,

还是

为了帮会利益万死不辞
,

都凭仗着一股 t’. 江湖义气
” 。

离开了
“ 义 ” ,

不讲义气
,

在帮会中

一天也棍不下去
。

帮会成员之所以以
“ 义 ”

而不是以其它伦理范畴作为他们的最高信仰与行为准则
,

其原

因是多方面的
。

首先
,

在小生产者的 日常意识中
,

同族
、

同乡
、

同姓的乡土意识与宗法意识本来甚为深

① 《天地会 》 (一 )
,

第 161 页
。

② 樊裕甫
: 《我所知道的洪门史实》

,

《帮会奇观 》 ,

第 2页
。

⑧ 李然犀
: 《 天津的

“

混混儿
” 》 , 《帮会奇观》

,

第 347 页
。

④ 《清季教案史料》 卷一
。



厚
,

但一旦他们离开故土
、

离开原来存身的血缘组织
,

来到外地异乡
,

其生存便不得不凭籍

于朋友间的慰藉与扶持
。

在痛苦颠沛的情景中
,

人们的共同利益突破 了原有的血亲意识
,

以

“
信义忠诚

” 为主要内容的集团亲和关系成为帮会全体成员以全部心血关注的问题
。 “
义 ” 自

然而然成为帮会伦理关系的中心
。

其次
,

帮会成员的主体是破产的农 民和氓流
,

他们自小就浸润于以
“
侠义

” 、 “

仗义
” 、

“ 忠义”
为重要内容的大众文化中

,

聚义水泊梁山的 10 8将
,

结义桃园的刘
、

关
、

张是他们祟

拜的精神偶象
。

对父母孝
、

对君子忠
、

对朋友讲义气成为他们普遍认可并接受的伦理准则
。

一旦他们进入江湖
、

结成帮派
,

江湖义气也就 自然成为他们最注重的气质
。

最后
,

帮会是一种非制度性的社会组织 ) 它的维系和发展得不到制度上的保障
,

而必莎)

依赖于全体成员的奋不顾身和精诚 团结
。

以 “ 义 ” 为帮会的最高生活哲学
,

来 自四面八方
、

本无血缘关系的帮会成员就会建立起仿血缘的兄弟关系
,

就会为帮会的利益义无 反 顾 地 献

身
,

而这一切
,

正是帮会生存
、

发展的根本性保证
。

当然
,

帮会成员信奉江湖义气
,

是以自身利益为限度的
,

一旦损害了他们的切身利益
,

他们同样可以不
“
信

” 不 “ 义 ” ,

翻脸不认人
。

如此生死恩怨
、

翻云覆雨的闹剧 曾经一再在

帮会舞台上展现
。

对于这一点
,

我们应有充足的认识
。

3
.

与社会抗衡的非制度性心理

以 “ 义 ” 为伦理关系核心
,

通过拉帮结派
、

秘密结社而建立起来的帮会是一种非制度性社

会群体
。

帮会的非制度性
,

并非指它们内部没有组织和规矩
,

而是指它们不是按照合法的社

会文化规范组织起来的
。

由于帮会不是在正常的生产和交换活动的轨道上运行
,

而主要靠走

私
、

抢劫
、

贩毒
、

聚赌和控制卖淫以及争行夺市
、

抄手拿佣
、

坐地分脏等非法活动聚财
,

因此
,

它在生存机制上也是与主体社会结构相抗衡的
。

帮会的非制度性 品格决定了帮会成员与社会抗衡的非制度性心理
。

而典型映现帮会非制

度性文化心理的
,

莫过于包括隐语
、

暗号在内的帮会秘密交际联络方式
。

隐语
,

俗称黑话
、

暗语
、

切口
,

其主要功能在于识别同类
、

传递信息
。

洪门的隐语刊载

于 《海底》 ,

主要内容有拜码头交结的隐语
,

梁山泊根本问答
; 始祖洪英出身间答

;
敬酒用

语 ; 送宝
’

(讲义气 ) 用语 ; 出山访友交结
,

四十八句诗交结 , 送行交结 ; 三把半香
; 出门交

结
; 盘问客店主 , 洗面 (又称开光 ) 交结 , 陪堂传令 , 贺五排高升

; 山岗令
;
赞刀斩牲

; 祭

旗
;
传令开山 , 红旗安位

;
镇山令 ; 接客安位 , 封赠各级弟兄用语 , 察见盟证大爷等等

。

青

帮的隐语记于 《通草》 之中
,

凡开香堂时
,

新入帮者可得一密折
,

内有帮中各种盘间术语
,

每人须背得滚瓜烂熟
,

应答如流
, “ 盘海底 ” 就是青帮中常见的隐语往来

。 “

袍哥
” 走江湖

、

拜码头也有一套
“
咽江令

” ,

到处通行
。

除了隐语外
,

帮会更为普遍的交际联络工具是无声的暗号
:

手势与茶阵
。

手势不用书写
,

不用发声
,

举手抬足
,

便可联络自家兄弟
,

得到友谊和帮助
。

茶阵则以茶壶
、

茶杯的摆势及

盛茶盛水的盈虚交接为暗号
。

隐语与暗号的非制度性在于
,

社会全体成员的交流是在普遍的社会文化规范内进行的
,

而隐语与暗号却不属于这一文化规范
,

只属于特定的集团
,

是帮会为了维系自我生存与伸展

而创造的交际工具
。

掌握了隐语
、

切口
、

手势
、

茶阵
,

即使分文不名也可走遍天下
,

反之
,

如果切口不熟
、

手势不符
,

不但得不到联络和帮助
,

反而有惹下杀身之祸的可能
。

总之
,

隐

语与暗号是一种非制度性文化群体的产物
,

它的产生
,

又反过来加强了该群体的封闭性和对



群体角色的文化控制
,

从而强化了帮会成员与社会不相容的非制度性意识
。

帮会通常具有的流氓意识也是非制度性文化心理的重要表现
。

这种流氓意识的产生首先

与帮会以游民等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众为主体的结构状况相关
。

由于他们大多受过社会伤害
,

因此
,

他们的行为往往包含着对社会抱复的泄愤心理
。

如天津有些鞋行工人
,

平时备受鞋铺

挑剔刁难欺侮
,

忍无可忍时咬牙跺脚投入
“ 锅伙

”
充当混混儿

,

便
“
寻衅报复

,

特意到鞋铺

借买鞋照样挑剔发横
” ,

以 “
发泄冤气

” 。

又由于游民的生存方式是一种寄生方式
,

而这种

寄生性方式的重要特征在于以抢掠性手段迫使社会向他们 提 供 维持 生活乃至挥霍享乐的费

用
,

这更大大加强了帮会的非制度性心理
。

与此同时
,

帮会内往往涌入大量流氓
,

如钱可生

《上海黑幕汇编》
、

说
,
清末民初

, “
不债所 目见者

,

几无一流氓不入青帮
” 。

而这些流氓向

来以开码头公 口
、

称霸一方作为立足谋生手段
,

在
“
纠众行骗

” 、

敲诈勒索上无不是行家里

手
。

天津的
“
混混儿

”
便能

“
平地抠饼

、

白手拿鱼
” ,

其蛮横不难想见
。

帮会的流氓意识还

与帮会以
“ 义 ”

为核心的行为准则同生共长
,

因为
,

江湖义气作为一种行为准则或处世哲学

主要是由历史上的氓流
、

无业者
、

侠客
、

江湖术士
、

地痞
、

流氓以及市井小儿等发展起来的

文化意识
,

是一种流氓无产者的行为哲学
。

由此而来
,

一旦帮会利益需要
,

帮会成员往往为

了 “
江湖义气

” ,

无视是非曲折与社会一般性规范
,

挺而走险
,

危害社会
。

如 《洪门三十六

誓 》 就规定
: “

自入洪门之后
,

洪家兄弟在牙场
、

市镇
、

戏场
、

庙地与风仔 (外人一一作者
注 ) 打架

,

挂起排号
,

立即向前相帮
。 ” ① 而非制度性文化心理以及流氓化倾向的进一步发

展
,

则直接促进帮会向以大规模有组织犯罪为主要标识的黑社会集团转化
。

“
结义树党

”
的帮派意识

、

以 “ 义 ” 为核心的伦理观念
、

非制度性的社会心理
,

构成帮

会意识的整体构架
。

诚然
,

论者还可从帮会的有关记载中析 出政治意识与宗教意识
,

但它们
一

皆不足以成为帮会意识中的实质性构成
:

就政治意识而言
,

帮会并非始终带有政治 目标
,

相

反
,

在政治风潮中
,

它更多表现出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政治投机性
,
就宗教意义而言

,

帮会

信迷信并祭拜五花八 门的神抵
,

但是
,

其行为准则
、

价值观念均根源于社会
,

与宗教毫不相

千
。

因此
,

帮会的政治意识与宗教意识不在本文论述范围之内
。

三
、

关于帮会意识生存机制的思考

帮会意识的生成来源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
,

历史上的帮派意识和
“ 义气

”
观念为它的

产生准备了先行思想资料
,

现实的移民运动则是帮会意识生长的直接推动力
。

当然
,

两者比

较起来
,

后者最为重要
:

没有现实经济利益的需要
,

传统文化观念尽管五光十色
,

也无以经

过重新加工而整合成一个新的意识系统
。

在这里
,

我们有必要把 目光投向新的帮会意识
。

随着当今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
,

大量西方
、

港台片涌入国内影视市场
,

直接题名
“ 大上

海
” 、 “ 大香港

” 、 “
上海风云

” 一类反映旧上海与香港黑社会活动的影片以及关于西方黑

社会的影视片于无形中将一整套帮派观念与行为哲学展示于青少年面前
,

其影响至深至广
。

砰吁各界人士密切注意青少年的小团体倾 向与帮派意识 已是屡见不鲜的报道
。

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造成日益深广的人口流动
。

据有关资料统计
, 1 9 8 2年全国流

① 萧一山
: 《近代秘密社会史料》 ,

第22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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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人 口约为2 4万
, 1 9 8 7年几乎翻了一倍

。
1 9 8 8年

,

上海的流动人口为 2 09 万
,

广州为 1 17 万
。

最近两年来
,

广州
、

深圳经济的发展更吸引大批农村劳动力与北方城市的人口南下
,

其流动

人口数字扶摇直上
。

人 口的大规模移动
,

无疑是社会充满活力的表现
,

但与此种情形相伴随
,

移民不稳定的经济状态与特殊的文化心态潜伏着帮派组合与发展的危机
。

美国社会学者伯吉

斯在他的城市研究中发现
,

人口的流动与青少年犯罪
、

男孩子结成团伙等现象密切关联
, “

人

口流动地区常常就是这些现象丛聚的地区
” 。

①

我们不得不正视这些现实
。

历史遗留在民众文化心理中的积垢
,

可以在历史的开拓过程中逐渐荡涤
,

先期消泯帮会

孕育滋生的土壤
,

才能真正有效地杜绝帮派意识的扩展与蔓延
。

值得指 出的是
,

加强对青少

年的思想教育与强化对黑社会的打击手段诚然在防止帮会发生上行之有效
,

但这一切还远远

不够
。

美国学者哈维兰教授在研究
“
共同利益社团

”
时指出

,

这些组织 “ 正在 日益填补社会

结构中的缺 口 ” 。

②这一断论的启发意义在于
,

我们的政府部门有必要与社会学学者相配合
,

去主动发现
“
社会结构中的缺口

”
并积极建立立体化的制度性社会组织去填充这一缺 日

,

而

不能无所作为
,

听任帮会一类非制度性社会组织去占领
。

笔者十分服膺哈维兰的如下一段论述
:

“
现代都市化包括迅速传播全新的观念

、

习惯和工艺程序
。

由于生产技术的发展
,

需要新型的个人和集体
,

因而都市化还应包括社会关系的大规模重建
。 ” ⑧

这无疑是一项需要眼光而又极其重要的社会综合性工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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